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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古今与理解乡土中国
———以费孝通为中心的考察

□ 周丹丹

摘要： 以社会学方法探讨儒学，一直在儒学研究的现代转型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近年社会学界对于社会学中

国化的反思中，中国历史社会学的建构成为社会学界关注的焦点。 必须结合这两个不同视角反思与推

进历史社会学的儒学研究。 ２０ 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学科体系被引

入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理解，在传统知识体系之外开拓了新的进路与方法。 费孝通对

中国社会的认知与研究，经历了早年对“历史作为方法”的否定和对“到实地去”的推崇，逐步转向对

“历史”知识体系的关注，以及晚年对“历史作为方法”的肯定和强调。 费孝通这一认知中国社会历程

的转变，表明理解乡土中国需要沟通古今，而沟通古今之关键在于从中国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历史

性脉络中去理解中国，包括当代中国。
关键词： 费孝通； 乡土中国； 历史； 社会文化； 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Ｂ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７０２３（２０２３）０１⁃００２１⁃０６

　 　 儒学的现代研究，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就是以社会学方法研究儒学与社会的相关性。 儒学与社会
之纽结以礼为核心，于是在儒学的现代研究中，以礼的社会学研究为发轫。

１９３０ 年，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以社会学方法研
究礼的重要著作。 李著在《绪言》中陈述之要点，其一为，“本文下手的方法，完全是客观地将《仪礼》和
《礼记》这两部书用社会学的眼光来检讨一下，看看有多少社会学的成分。 换句话说，就是将这两部书
看成已有的社会产物，分析它所用以影响其他的社会现象（人的行动）者，是哪几方面。 至于这两部书，
这项社会产品之成于谁手，成于何代，都不是本文的中心问题，不管知道这些事是怎样有价值” ［１］１。 其

二为，“普通观念里都以为礼是某某圣王创造出来的，这种观念并不正确……生活条件虽已改变，旧的
风俗制度尚且因为沿用已久而变僵固，作为进化的障碍，所以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加以破坏，那就是
革命。 到这时候，不管国粹不国粹，非要廓而清之不可。 近来所通常诅咒的‘吃人的礼教’，就是变成沉
积的废物在那里作怪，阻碍社会的演进。” ［１］３李安宅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中采用泛时化的做法，以对应中

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基本判断；另一方面，则从中国社会必须根本革命的立场，批判“吃人的礼教”。 但是
这两方面的看法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礼与实际生活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如果《仪礼》《礼记》只是书
面文献，而与古代实际生活脱节，那么李安宅的研究就不是真正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如果《仪礼》《礼
记》的相关记载是中国古代社会实际生活的写照，那么其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仍需要实地调查的实证研
究，因为仅凭书斋中的笔下革命，并不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真正推动社会学的中国化，并以真正社会学的实践来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儒学和中国社会之“关
系的”，是费孝通。

１９３７ 年，费孝通在伦敦的书铺买到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钥区》一书，读后颇有所感，写下一
篇《读冀朝鼎著＜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钥区＞》的书评。 费孝通阅读此书，并非因为他对中国社会史感兴
趣，恰恰相反，他曾直言自己对中国社会史研究“有一些过分的反感” ［２］５７，他想看看自己曾在《亲迎婚俗

之研究》中尝试过而宣告失败的研究方法，如何在这本书中得以运用。 该书书评通篇讨论的都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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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问题，围绕冀朝鼎的研究，费孝通在书评中阐明了他对社会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并指出社会史研
究存在的基本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这篇书评所展示的是费孝通的学科方法意识与方法的抉择，具有相
当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但在学界对费孝通的已有研究中，这篇书评鲜被提及，显得相对沉寂。

如何认识乡土中国、如何研究乡土中国，是费孝通终其一生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话题。 ２０ 世纪初，西
方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与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 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
理解，在传统知识体系之外开拓了新的进路与方法。 在近代中国政治激荡、社会解组、乡村溃败的历史
背景之下，费孝通将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科特点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探索出在文明社会进行实地
调查的研究方法，开创了“人类学的中国时代”，打通了人类学研究的文野之别。

伴随着费孝通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在其学术生命的不同阶段，可以看到费孝通社会学研究方法
论的不同侧重。 费孝通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与研究，经历了早年对“历史作为方法”的否定和对“到实地
去”的推崇，逐步转向对“历史”知识体系的关注，以及晚年对“历史作为方法”的肯定和强调。

一、费孝通的社会史研究尝试

费孝通受到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影响，早年开始就倡导“到实地去”的研究方法。 但在选择走上
这种研究方法的道路之时，费孝通有过一段对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尝试、比较与反思的心路历程。

费孝通的本科毕业论文为《亲迎婚俗之研究》，１９３４ 年曾刊登于燕京大学社会学会主编的《社会学
界》第八卷。 虽是以运用地方志材料为基本研究方法开展的此项研究，但费孝通对于地方志所持的基
本态度是，“所载是否可信，固属疑问” ［３］１７２。 费孝通认为，地方志的编修者可能为了迎合当时统治者的

好古之风，而选择辑录上古风俗而非当时实际的真实风俗情况，这属于有意篡改史实。 此外，因编修志
书者缺乏实地调查的训练，如传闻失实则通常难以辨识，从而导致编修内容与实际不符，这属于无意造
成的错误史实。 凡此种种，都使得完全依据地方志为基本文献资料和研究方法的社会史研究，在方法论
上及所得出的结论上都值得质疑［３］１７２。

费孝通以社会史的方法撰写此文之时，受到顾颉刚等人的强烈影响，也正值“燕京大学倡导搜集地
方志之时” ［３］１７２。 他因应当时社会史研究兴盛之潮流，也具有获取地方志资料之便利，便采用此种方法

作为一次学术尝试。 他试图以自身的实际研究体验，得以更深刻地理解此种方法之不足，进而将此种方
法与“到实地去”的方法进行比较与评价。

费孝通晚年曾回忆，他在东吴大学附中读书时，已读到顾颉刚的《古史辨》 （该书的第 １ 册于 １９２６
年出版） ［４］。 费孝通于 １９２４ 年由振华女校初中转入苏州东吴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直至 １９２８ 年入东吴大
学医预科。 在该书刚出版时，费孝通就接触到此书并进行了认真的阅读。 顾颉刚“用民俗资料来印证

历史” ［５］４７６，以及将历史与地理相结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给费孝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极大地影响了
费孝通。 １９３３ 年，费孝通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时的本科毕业论文就尝试使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通过对全国 １５ 个省份 ２０７ 个地方的地方志中亲迎相关记载的汇集整理和分析考察，得出了近代全国亲
迎婚俗地理分布的“三区图”，即亲迎区、半亲迎区和不亲迎区，进而探讨了亲迎区域的形成与历史上移
民的关系及亲迎婚俗的起源问题。

在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初期，费孝通的这番尝试和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了解当时中国亲迎
婚俗文化的地理学图谱，同时也展示出费孝通受到的西方功能主义与文化传播论的双重影响，以及同时
受到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潘光旦的伶人分布研究对其的影响以及王佩铮在国学方面对他的影响

等［６］。
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相较于论文中对亲迎婚俗的知识性探究，费孝通这篇论文的方法反思也显得

尤为重要。 文中费孝通强调：“然作者于此愿郑重声明，以地方志为根据，及合不同时日之现象于一图
等，均属不得已之举。 尚幸凡因此等方法上之缺陷，而引起之错误，均可有客观事实足以纠正。 故能有
以实地调查，或个人经验见告，均为作者所深望而感激者也。” ［３］１７４费孝通时时刻刻警醒自己这篇论文存

在“方法上之缺陷”，也即对于正在使用的社会史方法，费孝通并非采取拿来就用的态度，而是对地方志
的运用及其研究结论时刻有一种方法上的自觉。 费孝通认为，对此等方法缺陷之解决，有赖于对“客观
事实”予以补充和纠正，而客观事实获取的主要途径正是“实地调查”。

近代的亲迎婚俗是否为全国通行之婚俗？ 这是费孝通论文立论的基础性问题。 按他自己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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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是一个可以借助实地调查解答的问题，但费孝通采用了地方志书作为基本材料，并非运用亲自调查
的记录。 费孝通首先的质疑是，地方志书“所载是否可信” ［３］１７２，但因为当时他不可能到全国去进行这
项调查，因此，他学习顾颉刚等人的研究方法，尝试采用地方志这种虽不可尽信但舍此又别无他途的材
料，否则“舍地方志而他求，则即此不可尽信之材料亦无矣” ［３］１７２。

此外，费孝通使用的地方志编修时间不同，最早的为 １６７２ 年，即清康熙十一年，而最晚的为 １９２０
年，即民国九年，说明这批地方志时间跨度较大。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据此绘制的亲迎风俗的地理分布
图是否合理？ 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中，是否存在文化变迁的可能？ 其中，１８６０ 年至 １８９０ 年这 ３０ 年间
的地方志，占了所使用地方志总数的 ４４％，即所使用的地方志在时间分布上并不均衡。 费孝通意识到，
“将不同时日之现象，融于一图，方法上自多可议之处” ［３］１７３。

这一方法论的反思在此阶段一直徘徊于费孝通的脑际。 费孝通在毕业的同年夏天，还撰写过一篇
名为《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的文章。 １９３４ 年，他为该文撰写的后记中写道：“民国二十一年
夏，作者读书于浒关，作周族婚姻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聊以记读书之一得耳，不敢以言考据也。 且作者
以为今后社会史之研究，宜由有现实物可据之民族学及考古学入手，似不应再沿用旧有之考据方法，在
旧书堆中讨出路，故此文久久未敢发表。” ［７］ 对于未来社会史的发展，费孝通提出通过民族学实地调查
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出土文物等入手，而非完全依赖古代经典文献和地方志书的书面记载。 实则，这一
将实地、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在后来的社会学、人类学及社会史的发展脉络中日益重要，只是费孝
通的这一思考当时并未引起相关领域学者的足够重视。

二、费孝通对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反思

在此背景下，再来看费孝通阅读冀朝鼎的著作之后所写的书评，就更能清晰理解其方法论思考的脉
络。 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钥区》是其博士论文，英文版于 １９３６ 年由英国乔治·艾伦与昂温公
司（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 Ｌｔｄ．）出版［８］。 １９３６ 年，费孝通在开弦弓村做完调查回来，杨开道就向他提及
过此书。 １９３７ 年，费孝通在伦敦的书铺中买到此书，读后结合自己运用地方志做社会史研究的经历，沿
着上述两篇文章对社会史方法的反思，进一步聚焦于“讨论‘方法问题’” ［２］５８，较为系统地呈现了他的基
本看法。

费孝通认为，“社会史研究是发生在 １９２５ 年革命狂潮的余波” ［ ２］５８。 社会史研究起初不仅有其学术

的抱负，更有为“社会革命运动寻找真理论基础的企图” ［２］５８和蕴涵，但是随着“左翼革命势力的式微，社
会史的研究也逐渐蜕化成学术界的工作” ［２］５８。

中国现存数量庞大的地方志文献，包括“总志、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卫所志以及各种专
志” ［９］约近万种，数量为现存古籍的 １０％左右。 传统史学中，地方志作为一种史料，常因其记事的可靠
性遭到质疑。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背景下，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受到顾颉刚等学者的重
视［９］。 １９３１ 年，顾颉刚与学生朱士嘉合写的《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一文，刊载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
《社会学》第一卷第四期，文中对地方志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指出地方志是历史、地理和社会科学研
究有待挖掘的宝库，地方志提供了“露骨的风土人情，切实的国计民生” ［１０］。

正是顾颉刚的这篇文章，引起费孝通对社会学方法的直接尝试。 “利用地方志来研究社会史，最先
提倡的是顾颉刚先生，他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在燕京大学《社会问题》季刊上，这篇文章曾引起我个人的
尝试，冀先生尝试的结果，认为这是一种成功。 不幸我自己的尝试却得到相反的结论。” ［２］５８费孝通自言
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而他所谓的失败，实则是一种方法论的质疑。

费孝通依据地方志的记载，绘制出“亲迎婚俗的地理分布”。 只要地方志有记载，是否如实把每一
地方有无亲迎的事实记录下来即可？ 在此，费孝通对地方志作为史料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质疑，提出自己
在做研究时的几重困难：其一，很多地方志上并没有关于迎亲的记载，这是否可以确定该地没有这种风
俗？ 其二，有的地方志上写着“民重迎亲”，在此，“民”所涵盖的地理范围有多广，是全体地方人民都循
此习俗，还是只有一部分人这样做？ 其三，有的地方志上记载“士多亲迎”，在此，“士”究竟是指哪一类
人？ 其四，如何判断各地方志上讲的亲迎在形式、功能和原因上是否相同？［３］１７２费孝通的几重质疑，表明
地方志作为一种史料，在具体的研究中该如何应用是值得思考的，地方志作为史料本身也是需要再反思
的。 近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正好印证了费孝通几十年前的疑问。 清代以前的正史纂修中，几乎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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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方志的记载［９］。 民国时期“眼光向下”的社会史研究中，地方志被高度推崇，但社会史研究仍处于
史学研究的边缘，对于地方志的运用也是直接将其视作史料，而对该史料本身可能存在的文本书写、权
力话语等问题鲜有反思。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复兴后，利用地方志进行社会史研究成为一
种风尚，而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社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也有了新的变化，即更关注地方志作为一种历史文
献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与思想观念［９］。

冀朝鼎受地缘政治学说和魏特夫治水社会理论的影响，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 １９３６ 年冀朝鼎
此书一出，即受到西方学界的高度评价。 如魏特夫在《太平洋事务》刊发书评，认为冀朝鼎的这一概念
与分析思路有助于西方学者认识中国［８］。 而当时国内学界对于此书的反应与海外相比则显得更具批
判性，且关注者多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 中国学术界最早注意此书的是社会学家吴景超，他于 １９３６
年发表书评，指出冀朝鼎的这一研究有将中国历史的复杂现象简单化之嫌。 １９３７ 年费孝通的书评，更
是系统分析了冀朝鼎运用地方志进行统计研究的方法论不足［８］。 作为一部社会经济史著作，当年该书
在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获得极其不同的评价，历史学界认为这种新的统计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此前
学界没有这样的研究。 而社会学界对该书的质疑则集中在研究方法上，包括胡适当年在日记中对该书
的评价，与社会学界的这一批评理路也颇为吻合，即认为其方法不够严谨［８］。

围绕费孝通对其自身研究的反省，他对冀朝鼎的著作报以同样的反省。 他在书评中说：“我对于冀
先生所提出的理论，中国社会变迁过程，除了感觉到‘真聪明，真灵敏’之外，不想说什么话。 我们的兴
趣并不在结论，而在达到结论的方法。” ［２］６０所以他一方面强调仍旧同意顾颉刚提倡的地方志原则，但他
也特别指出，旧有的地方志问题太多，并不能视为研究社会及经济史的大好资源。 他更为推崇的是“在
现在根据现实情形，多做社区实地研究” ［２］６１。 费孝通认为，从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现在通过
实地调研进行的社区研究，亦是将来的史料，未来的社会史家可以依据这些材料来撰写他们的社会
史［２］６０－６１。

三、“到实地去”

费孝通以此书评明其心志，展示出其早年对历史研究尤其是社会史研究的关注、尝试与反思，并提
出社会史以地方志为史料进行统计的研究方法，与当时他所接受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即实地研究之
间存在的根本差异，由此坚定地转向对“到实地去”这一口号与行动纲领的赞同、支持与本土实践。

１９３４ 年，费孝通和一群志同道合的社会学界同仁，一起筹划建立了一个“研究平台”，即《社会研
究》周刊，其全称为《北平晨报·社会研究周刊》。 这是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主导创办的一份研究刊
物，以这份刊物为中心，费孝通等人在吴文藻的带领下，打出了“到实地去”的旗号，将社会改良与社会
实地研究相结合，“以提倡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为职志” ［１１］。

费孝通在英国求学期间，曾为《社会研究》杂志写过一系列“寄言”的文章。 １９３６ 年的这组《伦市寄
言》的文章中，有一篇为《本刊三年的回忆》，费孝通在文中回忆起三年前的一个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
杨开道家中，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的中国社会，而非每天仅从图书馆中或
课堂上阅读无关痛痒的西洋社会事实，莫衷一是地讨论西方社会理论。 由此，大家一起商量，提出了一
个社会通讯研究的方法，以便加强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和研究。 “在晨报另立了一个园地，直接称作
《社会研究》。 而且在发刊辞里我们郑重声明，希望读者不要希望我们有什么动人的言论，我们只供给
一些研究的方法和各地实况的记录” ［１２］１。 大家“推举了吴文藻先生做我们的领袖” ［１２］２，并逐步确定了

研究对象、观点和方法等基本问题。 《社会研究》周刊以“社区研究”作为其“招牌” ［１２］２，从抽象的社会
走向具体的社区，抓住人、地、文三角的结构，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研究社区的结构和活动。 在吴文藻
的带领和指导下，大家前往不同地方开展调研，如费孝通和王同惠在广西大瑶山的调研及费孝通于
１９３６ 年七八月份在开弦弓村实地调查，杨庆堃到邹平实地研究市集组织，廖泰初在山东汶上县调研私
塾组织，林耀华在福建义序的实地研究，李有义在山西调研等［１２］３。 在燕京学派第一代学人的带领下，
第二代燕京学人以“到实地去”为纲领的实地研究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社会研究》周刊第五十一期的发刊辞《本刊的过去与将来》提到：“我们也曾一再提
出，青年男女如有志于社会改良，其唯一的途径，是在于‘到社会事实中去’，‘到实际社会生活中
去’。” ［１３］在刊物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头一期，都重复强调了四点原则和主张，“第一，观察实际社会，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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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和地域的观念着眼；第二，分析社会问题，应极力避免‘价值的判断’，力求客观；第三，考察社会现
象，应采取功能的、有机的和动进的看法；第四，叙述社会事实，应尽量用统计数字来表达” ［１１］［１３］。 正是
在这样的学术共同体的研究氛围和研究取向之下，费孝通强调，对于乡土中国的认识、理解和研究走向
了与社会史研究不同的方法论道路，完全立足于史料和文本的方法让位于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和核心的
社区研究方法。 对于民间社会和地方社区的重视，是对乡土中国具有意义的地方的重新发现，这一重新
发现，是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视野之下“显影”出认识地方对于了解中国社会、改良中国社会的价
值，由此开启了不同的认知之路，将获得知识与知识所由来之社会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秉持“到实地
去”的研究方法和“从实求知”的求知态度，费孝通还将科学研究与救亡图存相结合，将获得知识与社会
改良、国家发展联系起来。 这是费孝通认知乡土中国的道路，也是其社会学知识生产的道路［１４］。

四、实地与历史的结合

进入晚年以后，有一次费孝通在回顾其民族研究的历程时，谈到在实地研究中进行社会现实状况的
调查，具有比了解当下的现实情况更为丰富的层面，需要在古今纵横的维度上展开，且需要打破学科的
藩篱，将社会学和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民族是人们在共同生活经历中形成的，也是在历史运动中
变化的，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 现况调查必须和历史研究相
结合。 在学科上说就是社会学或人类学必须和历史学相结合。” ［１５］ 在此，我们看到，在费孝通的这一番
表述中，再次谈到极其核心的研究方法论问题。 从早年的方法论反思到晚年的方法论自觉，费孝通对于
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论的思考走过了一条与历史相分离到再次与历史相遇的道路。

费孝通的这一转变表明，对于乡土中国的认知，不能离开历史。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实
践，都蕴含着有待社会学挖掘的丰富宝藏，这既有助于推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
识和理解当代的乡土中国［１６］。

费孝通晚年认为“要补一补中国传统文化课，于是找了陈寅恪、钱穆、梁漱溟三位国学大师的著作
来读” ［５］４８６。 尤其曾大量阅读钱穆著作［１７］，通过了解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理解中国社会。
实则这是接续了费孝通早年的学术脉络，只是中间中断了若干年而已。 既以社会学方法探究儒学问题，
又以儒学来理解中国社会。 １９４７ 年 １ 月 ３０ 日，费孝通于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演讲稿《中国社会变
迁中的文化结症》一文中即有清晰的脉络与表述，该文于 １９４８ 年被收入上海观察社出版的《乡土重建》
一书［１８］。 在这篇演讲稿中，费孝通认为，讨论中国问题，必须从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社会各方面所
共具的基本问题，也就是文化问题入手，且他将文化界定为“一个团体为了位育处境所制下的一套生活
方式” ［１８］。 成其为一“套”的原因是，团体中个人行为的一致性是出于他们接受相同的价值观念。 中国

传统处境的特性之一是“匮乏经济”，即从经济结构的本质来看，匮乏经济不但是生活水平低，而且没有
发展的机会，物质基础被限制了。 在匮乏经济中主要的态度是“知足”，知足是欲望的自限。 从这个角
度去看传统的儒家思想，有助于我们对它的领会。 孔子所企图的是规划出一个社会结构，在这结构中有
着各种身份（君臣父子之类），每个人在某种身份中知道应当怎样想、怎样做，即人须有安分的精神，这
精神就是“礼”。 人们承认自己所处的地位，自动服从于该地位应有的行为即“克己”。 儒家注重伦常有
其社会背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给人们提供了社会身份的基本图谱，夫
妇、父子间的分工合作是人类生存和绵续的基本功能所必需的，而以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关系，从家庭
这个起点出发，可以扩张成一个很大的范围。 在亲属扩展的过程中，性别、年龄、辈分等原则又规定了各
人相对的行为和态度。 在儒家的社会结构中，亲属是一个主要的纲目，甚至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模
范。 而从社会学的方法论来理解儒家的“大同”之境，则意味着个人与团体相合，个人作为整体的一部
分时能获得高度的满足，这既是一种社会组织的程度、也是一种社会结构的完整的表征。 在该文中，费
孝通也不无遗憾地表示，儒学作为解释和理解中国社会乃至人类文化危机的可能路径，并未引起重视，
人类的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危机已经不是仅限于人与自然的层面，而是扩展到“人和人共同相处” ［１８］的问
题上。

五、结　 语

总体而言，费孝通认知中国社会的方法论变迁，以及这种方法论变迁中更为内在而深刻的思想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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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展示出费孝通对于儒学问题的社会学理解，以及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传统文化的基本取向，而
这两方面构成了费孝通历史社会学的基本主张［１９］。 当然，儒学既有理论层面，也有实践层面。 费孝通
一方面以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深入讨论了儒学理论层面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他对于到实地去的强调，也
呼应了对儒学实践层面的关注。 在费孝通看来，乡土中国既是社会学的田野，也是儒学实践的场域。 沟
通古今既意味着在历史文本与乡土中国中穿梭，也意味着在儒学的政治体制及其社会实践之间穿梭，在
这双重穿梭之中的社会学想象力，才真正富有其独特的洞察力。 在此种意义上，理解今天的乡土中国，既是理
解普通人日常实践中的乡土，也是理解与历史相关联的今天，更是理解儒学体制建构之下的真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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